
怨恨解释
、

动员结构和理性选择
一一有关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发生可能性的分析

【文 /刘 能 l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在社会运动和集体行为的研究传统中
,

综合出了一个理论的解释框

架
,

用于解释集体行动之所以产生的宏观过程以及个体行动者之所以选择参与的微观过

程
。

其次
,

作者提出了一个有关中国都市地 区集体行动的类型学
,

以考察各种形式的集体

行动未来发生的可能性
。

最后
,

作者希望把各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和需求保卫列为公

众政治参与的一个主要内容
,

从而为实现以下几个 目标奠定基础
: ( 1) 促进 中国都市地 区

的集体行动和利益表达的非暴力化和平解决 ; ( 2) 既保护了弱势群体的利益
,

又提升了现

有政体的合法性 ; ( 3) 上述公共政治的参与渠道能够固定下来成为利益表达和需求满足

的常规机制
,

从而为后续的政治改革提供一个契机
。

A b s tar e t
: T h is a rt jC le 15 a jm in g t o ex P la jn t h e f o llo w in g q u e st io n s

.

F ir s t
,

h o w d o d iff e er n t s o e ia l

g or u P S in C h in a
`

5 u br a n a re a s e x P er s s t he ir s Pe e ia l Po lit ie a l in et er s et a n d m a t e ria l n e e d s in

s u e h a s oc ia l e n v ir o n m e n t o f d ar m at ie e e o n o m ie g or wt h a n d f a s t s o e ia l t r a n s f o r m at io n s ?

S e e o n d
,

how d o d iff e r e n t Ie v e ls of a u t h o rity r e s P o n d t o a ll t h e s e P o lit ie a l e x P re s s io n s a n d

m at e r ia l d e m a n d s ? A n d t h idr
,

h o w do t h e er s u let o f t he s e g or u P ex P er s s io n s a n d co rer s
OP

n d jn g

a u t ho riyt er ac t io n s f in a lly in fl u e n e e t h e rat e of s u b s e q u e n t in te er s t e x P r e s s io n a n d n e e d s

def e n s e a e tio n s ? By u s in g a t h e o r e t ie a l f ar m e w o rk th at s y n t he s iz e d f or m diff e r e n t t h e o r e tie a l

tr a d it io n s for m s oc ia l m o v e m e n t a n d e o llec tiv e b e h a v io r }jte ar tu er
,

th js a rt je le tir e s t o u n d e r s t a n d

t h e m a e or s o e ia l P or e e s s e s t h at a re e o n d u e iv e t o th e ris e of u r b a n e o lle e tiv e b e hva io r ,

a n d th e

m ie or s o e ia l P r o c e s s e s t hat a e t iv a t e t h e Pa rt ie iPat io n o f in d iv id u a l P a rt ie iPa n ts
.

一
、

都市集体行动的形成和个体参与的可能性
: 一个理论框架

首先
,

我们必须申明
,

我们的理论框架适用于广义的集体行动概念
:
它包含了从突发

的集体行为到正式社会运动在内的一个连续统
,

涉及了从草根组织到全球化社会运动
,

从宗教教派运动到恐怖主义活动在内的所有组织化政治表达形态在内
。

换句话说
,

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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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4 /0 4开 放 时 代

一个组织化的集体性努力或尝试
,

包含了政治上的利益表达和实质性的需求保卫与需求

满足
,

采用了可辨识的动员技术和抗议战术
,

而且发生在都市这一空间场域
,

我们就把它

们纳人到都市集体行动的范畴之中
。

因此
,

本文的理论论述
,

从总体上来说
,

适用于各种

类型的都市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
。

当然
,

各种集体行动将在主要参与人群
、

组织化程度
、

抗议指向的目标和行动所采用

的战略战术
,

以及行动所引发的权力机关的可能回应类型等方面
,

相互区分
。

在本文的具

体行文中
,

我们将主要以非常规的
、

采用破坏性战术的集体行动
~

一
-

也即具有大众抗议

性质的少数群体的集体行动— 作为最典型的集体行动类型来加以论证
。

之所以这么

做
,

不但因为从实践上来看
,

大众抗议式的集体行动的发生频率在中国都市环境中有 日

益增长的趋势
,

并且隐约地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政治改革的前景
,

而且从理论上来看
,

我

们的理论框架在解释这种类型的集体行动的发生频率时
,

似乎更加切合
,

预测效果也更

好
。

当然
,

我们也将在相应的论题中
,

适当地关照到其他形式的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类

型
。

(一 )理论等式及其说明

我们的理论等式
,

来自于我们对社会运动和集体行为这一学术研究领域的最新理论

综合的借鉴和吸收
。

社会运动和集体行为领域的理论视角
,

经历了从古典理论 (以古典社

会心理学的解释为主 )
,

到主流理论 (资源动员取向 )
,

再到新的综合 (社会建构论 )这样三

个发展阶段
,

因此
,

现阶段研究者往往更愿意使用一个更为全面和更有解释力的综合理

论框架
,

来阐明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之产生
、

发展和维持的种种机制 (M o试 5 a
dn M ue lle

r ,

19 9 2 ; M e A d a m
,

M e e a rt h y a n d z al d
,

一99 6 )
。

本文所使用的理论解释框架
,

可以用函数表达式表述如下
: (F )P

= f( G
,

A
,

C )
。

P 是因变量
,

表示集体行动发生的可能性
,

或个体参与某个集体行动的可能性
。

G
、

A

和 C是 自变量
,

它们的不同取值将直接影响到因变量 P 的取值
。

其中 G 表示
“

怨恨的生

产和解释
” ,

其中怨恨的生产是利益表达和需求保卫的导火索
,

它既可以是对现行社会问

题和社会不公正的关注
,

也可以是个体或群体正在遭受着的苦难体验
,

也可以是对某种

潜在的社会危机的担优和关心
。

而对怨恨进行解释的结果
,

便是一个集体行动框架的建

构
:
这个框架既界定了问题

,

又对责任进行了归因
,

并且指出了行动的必要性
,

因此成为

集体行动的催化剂
。

A 表示
“

积极分子及其组织能力
” ,

这里涉及到了集体行动的组织和

动员结构
,

以及战术和战略的选择
。

C 则指示了潜在参与者的一个理性选择模型
,

即他们

对参与的收益和成本的计算
。

这个理性选择模型中的成本
一
收益计算

,

又分别受到下面两

个因素 P o 和 E 的影响
,

其中 oP 是
“

政治机遇结构
”

的缩写
,

E 则代表
“

对成功的预期
” 。

我个人认为
,

政治机遇结构是解释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之发生的最有力的一个自变

量
,

因为它代表了促进或阻碍社会运动或集体行动的动员努力的几乎所有外部政治环境

因素
:
在有些作者眼里

,

它被界定为测量
“

一个政体对集体行动是否采取镇压手段
”

的一

个指标 ( T arr
o w

,

19 8 3 )
,

或者界定为
“

精英阶层对抗议活动的容忍程度
”

( Je kn in s an d eP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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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 w
,

19 7 7) ;在另一些作者那里
,

它则被操作为测量
“

政体的开放性或封闭性
”

的多个指标

( Ei
s i n g e r ,

197 3 : 1 1 )
,

或者界定为
“

同盟力量或支持团体的存在或缺失
”

( G a m s o n ,

19 7 5 )
。

而
“

对成功的预期
”

则是对集体行动及其所采取的战术和战略手段能否引起当局的正面

回应
,

或者引起重要的第三方的介人
,

从而完全地或部分地达成集体行动所提出来的政

治 目标或实质性要求的可能性的预测
。

但是
,

值得指出的是
,

这样一个理论等式主要是在北美和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

之中诞生的
,

并和那里的社会政治情境相切合
,

这些社会政治方面的背景条件包括
:

( l)

党派政治或选举政治在宪法上或实践上都是不成问题的既成事实
,

因此在破坏性集体行

动之外
,

该社会还提供了采取常规化途径缓解或释放怨恨
,

以及满足并保卫公众需求的

渠道 ; ( 2) 拥有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 自主权的新闻媒体和一个广泛扩

散的公共舆论空间 ; ( 3) 无论是集体行动的参与者
,

还是权力当局
,

它们在集体行动的相

遇场合中
,

都拥有比较清晰的法律地位
。

但是
,

在把这个框架应用于中国都市社会时
,

我们发现上述三个隐含的社会条件或

者并不存在
,

或者它们在中国的作用机制完全不同于它们在西方发达社会中的作用机

制
。

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三个社会情境维度
:

( l) 政体内部或者罕有少数群体可借以表达自

我利益和消减怨恨的常规渠道
,

或者缺乏对少数群体的自发利益表达和怨恨消减要求作

出恰当回应的处理机制
,

或者即使有一些常规渠道和处理机制
,

但它们常常处于失效状

态①
,

因此少数群体的自发利益表达很难依循常规的渠道来达成
,

他们所遭受的怨恨往

往也很难依循常规的渠道得到消减
,

很可能转而采取非常规的战术手段 (如静坐
、

示威
、

挟持人质或阻拦交通等 )来进行
。

( 2) 媒体一般不被允许报道常规或非常规形式的集体行

动
,

无论这一集体行动发生在都市地区还是乡村地区
。

媒体的不报道
,

使得作为集体行动

的事发 ( co cu err cn e s )及其所传达的讯息的传播
,

只局限在当地的范围之内
,

而无法发展成

为全国性的事件 (
e

ve nt s )
,

从而降低了重要的第三方介人的可能性 ( M ol ot hc an d 玫set
r ,

19 77 )
。

( 3) 当局 (无论是地方还是中央 )仍然保有处理突发事件的绝对合法性
,

而集体行

动的发动者和参与者则没有相应的法律地位
。

因此
,

在对理论等式中的各个组成变量做

出定义上的界定之后
,

我们必须对它们在中国都市语境 ( C on t ex )t 中的具体表现作进一步

的深入分析
,

然后才能对各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复杂共变关系作出清晰的阐明
。

(二 )各理论变且在中国都市语境中的具体表现

1
、

怨恨变且 : 怨恨的生产和解释

首先
,

我们将对中国都市情境中的怨恨生产进程的两个关键的分析性层面做出澄

清
。

第一个分析性的层面是怨恨生产的规模
。

这个层面又可分解为两个维度
:一方面

,

可

能导致中国都市地区的怨恨之生产的场域在不断地扩大
。

我们可以简单地回溯到 19 89

年的学生运动来加以说明
。

我们认为
,

当时的怨恨主要产生于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这两个

精英群体之中
。

举例来说
,

在赵鼎新教授的著作里
,

他把 19 8 9 年学生运动的兴起归结为

以下两大原因
:

首先
,

毛泽东时代的左派政治氛围培育了一大批具有明确的民主倾向但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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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切实际的知识分子
,

而当时的精英教育模式也营造了一个极易爆发学生运动的大学

校园生态结构 ;其次
,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实践
,

在扩大大学的招生规模的

同时
,

却又逐渐堵塞了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向上进行社会流动的渠道 ( Z h ao
,

2 00 1 )
。

②但是
,

在随后的整个九十年代
,

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并没有成为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主要参与

者
,

相反
,

农民和工人这两个群体反倒成了中国社会 中集体行动的主要参与人群
:

在农

村
,

集体行动主要表现为农民的抗税费行动
;而在城市

,

则是工人们反对工厂管理层的腐

败行为和要求支付拖欠工资以及部分恢复遭到大规模裁减的福利待遇 (请参见表一所列

的都市集体行动案例 )
。

另外
,

一般意义上的草根组织和公民倡议行动也在一个形成中的

“

消费社会
”

或所谓的
“

公民社会
”

中获得了初步的发展空间
,

消费者权益保护
、

环境保护
,

以及妇女
、

儿童和其他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等等
,

也成为引发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参与

的主要怨恨生产场域
。

另一方面
,

怨恨生产的频率也在加快
。

其中的原因
,

在农村地区
,

是由于地方财政的

榨取压力的急剧扩大
,

而增加农民的赋税负担是缓解财政榨取压力的最方便的途径之

一
。

因此
,

在许多农村地区
,

农民的税费负担已经达到了不堪忍受的临界值
,

爆发抗税费

行动的机会急剧地提升了
。

③在城市地区
,

则由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
,

国营企业

改革加速
,

下岗和失业工人人数急剧上升
,

恰好又碰上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

取消了福利分房制度
,

实施了有偿教育和有偿医疗等制度
,

从而在减少了工人群体的收

入的同时
,

增加了他们的相对开支
。

由于中国都市地区同时还提供了显而易见的相对剥

夺情境 (中国都市地区的收人差距
,

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西方发达社会的程度
,

而且富裕

者当中
,

相当一部分是依据非法的途径
,

如腐败
、

贪污
、

逃税等来获得 自己的财富的 )
,

因

此在工人这一弱势群体中
,

产生怨恨的机会就相对比较高了
。

总之
,

单就怨恨生产的规模

这一分析维度而言
,

当前中国都市地区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局面
:

种类多样的怨恨正处

于高度积累并且极容易爆发成为集体行动的临界水平
。

对理论等式的预测方向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个重要层面
,

便是怨恨所指向的目标对

象的不同属性或所处的不同层级
。

在这里
,

我们可以简要地把怨恨所指向的目标对象分

成以下三类
:

( l) 全国性的政治主体
,

如党和国家的全国性机构
。

集体行动参与者的政治

利益的表达和实质性需求的保卫
,

要求这一层级的政治主体做出回应
,

比如 19 89 年的学

生运动所指向的就是全国性的政治主体
。

( 2) 地方性的政治主体
,

如地方政府和党的地方

机构
。

比如在市政广场发动静坐并要求地方行政首长出面对话的集体行动
,

所指向的就

是地方性的政治主体
。

( 3) 怨恨的目标指向非政治主体(如商界
、

媒体
、

有组织犯罪团体或

危害环境的行为及其实施者等 )
,

或政治等级制中的个人或单个机构 (如具体的腐败案例

或司法不公案例 )
,

集体行动的目标在于引发当局或新闻媒体等重要第三方的介入
,

从而

达成怨恨的消减和需求的满足
。

在这里
,

我们预测
,

随着怨恨指向的目标对象的类型的不

同
,

将导致权力机构采取不同的回应方式来做出反应
: 怨恨 目标指向全国性政治主体的

,

容易引起权力机构的负面回应 (如镇压 ) ;而怨恨目标指向非政治性主体或政治等级制中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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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个个体或机构的
,

则更有可能获得权力机构的正面回应
。

而权力机构的不同回应型

式
,

既有可能降低了原始怨恨的水平
,

也有可能激化或提升了原始怨恨的水平
,

从而导致

怨恨的再生产
。

怨恨变量的第三个重要层面
,

便是怨恨及其解释过程本身的相关特性
。

首先
,

与中国

都市集体行动的产生和兴起直接相关的怨恨解释过程
,

从所涉及的怨恨的类型来看
,

大

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

( l)
“

对原生怨恨的认知和标定
” 。

这些原生怨恨或者起源于某些特

定社会群体在社会变迁和转型过程中的相对地位变动和相伴随的利益损害 ; 或者起源于

特定社会群体在社会变迁和转型过程中的非法利益潜取 ;或者是由于制度缺失或制度失

效而引发的种种新型怨恨
,

如环境恶化
、

社会失信等
。

( 2)
“

对次生怨恨的认知和标定
” 。

权

力机关及其执行部门或其成员在处理和消减上述原生怨恨中所表现出来的失当
、

不力或

无能
,

使得公众和受害者对怨恨处理的前景持黯淡预期
,

最终导致权力机关失去公信力

和合法性
,

由此产生出次级怨恨来
。

当然
,

无论是有关原生怨恨的解释框架以及它所引发

的集体行动
,

还是有关次级怨恨的解释框架及其所引发的集体行动
,

其 目的除了要求对

所涉及的怨恨做出正当回应之外
,

还要求权力机关做出制度上的变迁以改变怨恨生产和

处理的种种动力机制
。

这便是所有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的最终目标
。

从经验上来看
,

我们

认为
,

次生怨恨在激发潜在参与者的未来参与意愿方面
,

扮演着比原生怨恨更为微妙的

角色
。

其次
,

不同的怨恨解释框架具有不同的动员潜能
,

因为这些框架在潜在动员人群中

所引起的反响程度要受到以下三个因素—
即该框架的经验上的可信度 ( e m p i icr al C er d -

i b i li t y )
、

经历上的可测量度 ( e
x
p

e r i e n t i a l C o m m e n s u r a b il i ty )和叙事的重要性 ( n a rr
a t iv e c e n -

t r a li t y )

—
的影响 ( s n o w 。 n d B e

nfo
r d

,

2 0 0 2 : 16 1 )
。

所谓经验上的可信度
,

指的是怨恨解释

框架所标定的怨恨源泉在经验上是否可信
,

是否有存在的证据
;
所谓经历上的可测量度

,

指的是潜在动员对象 自己是否经历过或体验过类似的怨恨 ;而叙事的重要性
,

则指的是

怨恨解释框架所标定的怨恨种类
,

在一个社会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当中所占据的位置
。

由

于中国都市地区的怨恨生产的源泉
,

主要集中在反对腐败
、

反抗行政不公和要求获得工

作
、

拖欠工资和社会福利等生存资源这些主题之上
,

因此这些怨恨主题不但在中国的文

化和叙事传统上占据着极其核心的地位
,

而且由于这些怨恨的实际发生频率是如此的

高
,

因而不但潜在动员对象对它们存在的经验证据深信不疑
,

而且许多人都亲身体验过

这些怨恨④
。

所以
,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

即在中国都市地区
,

引发集体行动的怨恨

解释框架所涉及的主要怨恨主题
,

由于它们具有较高的经验上的可信度
、

经历上的可测

量度和叙事的重要性
,

因此在潜在动员对象中引起反响的可能性较大
,

具有较强的动员

潜力
。

2
、 “
积极分子及其组织能力

”
变里

这一变量又可称之为
“

集体行动的组织和动员结构变量
” ,

该变量主要涉及到了中国

都市社会的政治生态学这一重要论域
,

可分解为以下两个层面
:

( l) 领导层和积极分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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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
; (2 )都市内初级社区—

以及社区 内潜在的动员网络—
的形成和维持

。

总体上来看
,

除了少数例外⑤
,

目前在中国的都市集体行动领导层和积极分子的供

给方面
,

我们必须考虑到不利的政治机遇结构对一般参与水平的遏制效应
,

以及对领导

层和积极分子的参与的明显的遏制效应
,

因为领导层和积极分子所承担的风险和成本往

往高于一般参与者所承担的风险和成本⑥
。

另一方面
,

在政治机遇结构所造成的遏制效

应给定的情况下
,

也还有其他原因影响了集体行动领导层的供给水平
: 首先

,

在中国
,

随

着 19 89 年学生运动的领导层 (精英知识分子和学生领袖 )的道德水平受到了日益增强的

普遍质疑
,

他们作为克里斯玛型领袖的公众可信度大大降低
,

人们也开始怀疑起精英知

识分子的政治上的成熟度
。

其次
,

多年以来稳步前行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进程
,

也让国

内的知识分子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渐进的
、

非破坏性的社会改革理念
,

并把时间更迭和制

度创新看作是医治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各种瘤疾的最可能药方
,

因此
,

他们基本上反对

比较激烈的和破坏性的集体行动
。

实际上
,

他们已经从集体行动的主要发起力量
,

逐渐演

变成为当代挑战者和政治当局之间的重要的第三方力量
。

因此
,

主要由于政治机遇结构

的影响
,

以及 (稍微次要一些 )由于精英知识分子群体本身的角色形象和角色意识的变

迁
,

都市集体行动的领导层和积极分子的供给 目前处于相对不足的局面
,

尤其是表现为

他们对非常规的和采用破坏性战术的集体行动的疏离
。

相应地
,

都市集体行动便也极大

地依赖于内生的领导层和积极分子
。

但问题仍然存在
:

即使当代集体行动 自身所培养起

来的草根领导层 (如乡村领袖和劳工领袖 )主观上克服了不利政治机遇结构的遏制效应

而选择了参与
,

客观上也会由于组织了大众抗议和与当局的对峙而受到政治上的压制和

法律上的制裁
,

从而远离了行动现场
,

或者由于和外国压力集团 (如国际大赦组织和国际

劳工组织 )的种种关联而丧失了他们的合法性
。

那么当代都市集体行动的动员结构的强

力体现在哪里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

便又涉及到了都市政治生态学的另一个重要层面
,

即

反对派社区的形成及其空间分布状况
。

我们所说的反对派社区
,

指的是怨恨所由生产的主要人群
,

或者由于空间上的聚集

而形成了实质性的社区
,

或者由于广泛可辨识的社会特征
,

而形成了想象的社区
,

从而为

怨恨群体的认同感的形成和现有动员网络的激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从表一我们可以知

道
,

绝大多数的劳工集体行动
,

都发生在国营企业工人聚居程度较高的工业城市当中
,

在

那里
,

遭受艰苦生活条件折磨的工人和下岗一失业者构成了集体行动的主体 ;此外
,

我们

也可以看到库区移民这样的初级社区
,

以及老年退休金领取者这样的次级社区的反抗潜

力
。

除此之外
,

我们还可以想象新生的房产主阶层 (他们是近十年来形成的消费者权益保

护运动中的最强势群体 )和受到环境危机侵扰的都市居住区的集体行动潜力
。

因此
,

从动

员结构上来看
,

中国都市社会中存在着促成参与的反对派社区及其动员网络
,

它们合在

一起
,

构成了一个诱发集体行动并促成个体参与的空间布局
。

3
、 “

参与的理性计算
”
变 t

“

政治机遇结构变量
”

和
“

对成功的预期
”

变量
—

这两个变量结合在一起
,

就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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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参与者理性计算模型的核心内容
,

因为潜在参与者必须对参与的成本与收益有一个

初步的考量
: “

政治机遇结构
”

变量指示了参与所可能付出的成本的界限
,

而
“

对成功的预

期
”

变量则指示了集体行动带来预期收益的可能性
。

在政治机遇结构方面
,

我们大概只能作出单方向的判断
,

即中国都市社会集体行动

的常规的合法利益表达渠道的供给处于严重不足的状态
。

如果没有获得申请而集体行动

发生
,

那么最终结果往往演变成为集体行动的领导者遭到法律制裁
。

但是
,

目前的政治机

遇结构是否足以阻止都市集体行动
,

尤其是破坏性集体行动的爆发呢 ? 答案并不是很肯

定
,

因为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怨恨水平的净收支平衡问题
,

即集体行动是否能够在付出一

定代价的前提下获得一定的收益
,

换句话说
,

集体行动作为利益表达的一种战略渠道
,

是

否能够获得某种程度的成功
。

在判断既定政治机遇结构中的集体行动参与的成本和收益

平衡时
,

实际上存在着四种可能的局面
: ( l) 有成本

,

无收益
,

怨恨水平稳定一不参与
。

由于集体行动参与在不利政治机遇结构中所需付出的成本极高
,

而且潜在参与者又似乎

很难获得预期的收益— 一方面
,

由于集体行动的非法地位
,

权力机关做出正面回应的

可能性极小 ;另一方面
,

由于权力机关缺乏应对集体行动危机的经验和处理危机的自主

权和首创性
,

因此双方达成妥协的可能性极低— 从而遏止了集体行动的发生和个体的

参与
。

( 2) 有成本
,

无收益
,

怨恨水平提升一 参与
。

由于权力机构的强力弹压 (表现为集

体行动的领导层被拘押
、

判刑 )或处置失当 (表现为对社会正义的极端践踏 )
,

新的怨恨又

再生产出来
,

于是进一步激化了集体行动参与者和支持者的情绪
,

促使抗议活动在有可

能付出极大成本而无明确收益的预期中进人下一个循环
。

( 3) 有成本
,

有收益一参与
。

集体行动参与不可避免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
,

而且往往由集体行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承

担了这些成本 (即失去自由或遭受制裁 )
,

但权力机关为了恢复秩序和正义
,

还是有可能

对原始的怨恨做出正面的回应 (如补发拖欠工资
、

提高就业辅助力度和提高福利水平

等 )
,

因此集体行动的最终后果也可能是生产性的
,

表明破坏性战术有时候能够取得预期

的收益
,

而这又为后续的集体行动提供了诱因
,

尤其是当集体行动的参与者群体在内部

对承担成本的少数领导者制订了选择性激励措施的话 ; ( 4) 假想的无成本
,

收益未知一
参与

。

由于人们普遍持有的法不责众的原型立场
,

因此尽管非常规的集体行动有引发权

力机构强力镇压的可能性
,

但是参与者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

在这种情况下
,

即使未来

的收益并不明确
,

由于没有其他可供替代的利益表达渠道
,

集体行动还是有可能爆发
。

以

上四种可能的行动路线
,

前三种都是以不利的既定政治机遇结构下成本的必然支付为前

提的
,

而后一种
,

则是以参与者假想的无成本为前提的
。

而最终的结论则是
,

以上四种行

动路线中
,

可能导致个体选择参与集体行动的占了三种
,

导致个体选择不参与的只占一

种
。

因此
,

单就潜在参与者对行动路线的理性权衡这一点来看
,

参与集体行动是潜在动员

对象十分有可能作出的选择
。

(三 )总结

至此
,

我们已经对怨恨的生产和解释
、

集体行动的动员结构和潜在参与者的理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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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这三个理论等式中的核心变量进行了详细阐述
。

从这三个自变量在中国都市情境中的

具体表现来看
,

我们所使用的理论模型实际上构成了一幅极其复杂的理论地图
:

首先
,

这

三个自变量实际上是由一组次级的自变量所组成
,

而次级的自变量又受到更次一级的自

变量的影响
。

具体来说
,

我们可以把
“

怨恨的生产和解释
”

变量分解成
“

怨恨生产的规模
” 、

“

怨恨指向的目标对象类型
”

和
“

怨恨解释框架的动员潜能
”

等几个层面
,

也可以把
“

集体

行动的动员结构
”

变量分解成
“

领导层和积极分子的供给
”

和
“

社区和动员网络的形成和

维持
”

两个层面
,

并把
“

潜在参与者的理性计算
”

变量分解成为
“

政治机遇结构
”

和
“

对成功

的预期
”

两个层面
; 而

“

怨恨生产的规模
”

这一层面则又受到
“

怨恨生产的场域
”

和
“

怨恨生

产的频率
”

的影响
, “

怨恨解释框架的动员潜能
”

也要受到该解释框架 的
“

经验上的可信

度
” 、 “

经历上的可测量度
”

和
“

叙事的重要性
”

三个次级变量的影响
。

其次
,

即使在同一个

自变量组中
,

不同的层面对因变量的作用方向也可能是不同的
,

如我们在
“

集体行动的组

织和动员结构
”

这一变量中的
“

领导层和积极分子的供给
”

和
“

社区和动员网络的形成和

维持
”

层面那里分别看到的那样
。

第三
,

三个 自变量组之间也还存在着直接的相关关系
,

比如
“

怨恨指向的不同目标类型
”

既影响到了
“

政治机遇结构
”

的表现形式
,

也影响到了参

与者对集体行动的成功可能性的预期
,

从而影响到了潜在参与者的整个理性计算结果
。

因此
,

我们可以通过揭示各 自变量组之间的相关关系
,

构造出一个路径分析模型来
。

总之
,

有了这样一个复杂的理论模型 (或理论地图 )
,

便为我们依据各 自变量组中各

个层面的相对权重和作用方向
,

估算某类特定集体行动在中国都市情境中爆发的可能性

和潜在参与者加人到该集体行动中去的可能性
,

提供了坚实的出发点
。

因此
,

我们接下来

的任务便是要对中国都市情境中各类集体行动爆发的可能性做一个类型学的考察
。

二
、

中国都市集体行动的类型学分析

对中国都市集体行动的类型学分析
,

正如我们开篇所强调的那样
,

是在广义的意义

上来使用集体行为这一概念的
,

因此
,

这一类型学分析的空间范围
,

将包含从突发集体行

为到正式社会运动的一个连续统在内
。

从我们对中国都市集体行动现状的观察来看
,

以

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的主要参与群体和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的性质作为混合的分类标

准
,

将能够产生一个比较有意义的类型学
:

因为不同性质的集体行动 (社会运动 )往往由

同质性较高的群体发起
,

而且不同性质的集体行动 (社会运动 )在相关自变量的赋值上将

有不同的表现
。

(一 )中国都市集体行动 (社会运动 )的分类

首先
,

我们给出了关于中国都市集体行动 (社会运动 )的一个类型学架构
,

这个类型

学架构主要以参与人群的构成特征以及次要地
,

以集体行动 (社会运动 )的性质
,

作为分

类的依据
。

我们把可能发生的都市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一共分成以下五类
: ( l) 精英主导

的集体行动 (社会运动 )
,

这个类型的集体行动 (社会运动 )
,

也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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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传统的政治参与形式
。

这里的精英
,

主要包括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两部分
,

因此这一类

型也可以分为两个亚类
。

精英主导的集体行动 (社会运动 )往往是政治性的
,

如知识分子

亚类中的政治反对派
,

以及大学生亚类中的
“

对国际和国内政治事件的即时回应
”

等
。

( 2)

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
。

这里的主要参与人群
,

实际上是把都市中的全体公民都看作潜在

的参与对象
,

它所强调的是运动及其目标的公民性
、

生活性和利益的普适性
。

这些运动反

映的是全人类的价值观
,

因此它不但是全球性社会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

而且许多都是

所谓的共意性社会运动⑦
,

如环境保护运动
、

女权主义运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等
。

( 3)

少数群体发动的集体行动 (社会运动 )
。

这里的少数群体
,

既包括了像处于困境的工人和

农民这样的社会阶层
,

也包括了像受到忽略的老年人
、

儿童
、

妇女这样的人 口学意义上的

社会类别 ;还包括了诸如 IH V/ AI D s 感染者
、

库区工程移民之类的初级群体
。

这些少数群

体发起的集体行动 (社会运动 )的特性
,

可以界定为遭受相对剥夺者的维权行动
。

( 4) 宗教

教派或类教派运动
。

这是都市社会中正在兴起的一种集体行动类型
,

它强调以信仰和仪

式实践作为统一行动的基础
,

满足了特定亚群 (如人 口学意义上的亚群— 处于特定生

理阶段的妇女
,

以及有大量闲暇时间的老人 )的社会需求和精神需求
。

( 5) 有政治色彩的

恐怖主义活动
。

都市恐怖主义活动往往是为更高层次的政治 目的服务的
,

如政治反对派

组织的恐怖活动
,

或者分离主义者组织的恐怖活动
。

因此
,

都市恐怖主义的本质
,

也是政

治性的
,

但这种政治诉求是通过极端的战术手段来呈现的
。

(二 )影响各类集体行动 (或社会运动 )发生概率的主要变 t 维度

除了各类集体行动 (社会运动 )的主要参与人群和性质之外
,

影响它们的发生概率的

主要变量
,

从我们理论框架部分的陈述来看
,

还应该包括以下几个在内
: 怨恨规模 / 意识

形态强度
、

怨恨指向目标所处层级
、

怨恨类型
、

怨恨解释框架得到反响的程度
、

领导 )寻积

极分子的供给水平
、

社区建构和动员网络的深度和广度
、

政治机遇结构指标 (操作化为权

力部门的主导回应类型 )以及集体行动获得成功的可能性
。

以上述五类都市集体行动为

纵轴
,

以我们给出的一系列 自变量为横轴
,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中国都市集体行动 (社会运

动 )的一个类型学表格
,

这个类型学表格的最后一格
,

便是我们最终的因变量
,

即各类集

体行动未来发生的可能性究竟如何
。

(三 )中国都市集体行动未来发生的可能性
:一个假想的类型学

结合上面两节内容
,

我们最终得到了表一
,

即关于中国都市各类集体行动未来发生

可能性的一个假想的类型学分析 (在第一类
“

精英主导的都市集体行动
”

中
,

我们又分了

“

知识分子主导的
”

和
“

大学生主导的
”

两个亚类 )
。

除了
“

主要特性
”

和
“

主要例子
”

之外
,

我

们在 8 个 自变量的具体表现栏里
,

依照
“

该变量的具体表现是否提升了某类都市集体行

动未来发生的可能性
”

这一原则
,

分别加上了
“ + ” 、 “ 0 ” 和

“ 一 ”

的符号
,

其中
“ + ”

号表示就该

自变量而言
,

它对某类都市集体行动的未来发生起着促进作用
,

而
“ 一 ”

号则表明它对某类

都市集体行动的未来发生起着阻碍作用
, `

,0’
,

这个符号则表明该自变量的表现在提升某

类都市集体行动的未来发生率方面没有明确的方向性
。

如果我们再简单地给上述 5 大类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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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小类都市集体行动在 8个 自变量上的具体表现加以赋值的话 (赋值标准 ③ 是
, “ + ” = 1

,

“

0’’ = 0
, “ 一 ” = 一 1 )

,

那么我们可以就每类都市集体行动得出一个累加的数值
,

这个数值的

取值区间是卜8
,

+8 ]
,

其中取值为
“ 一 8 ”

的
,

表明该类都市集体行动在未来的发生概率极小
,

而取值在
“ + 8 ”

时
,

则表明该类都市集体行动在未来发生的可能性极高
。

换句话说
,

取值越

高
,

表明该类都市集体行动的发生概率就越高
,

而取值越低
,

则该类都市集体行动的发生

概率就越低
。

其次
,

我们还可以考察各个 自变量横跨 6 小类都市集体行动时的赋值加总得分
,

该

数值的取值区间是卜6
,

+6 ]
,

取值越高
,

则说明该变量在促发中国都市地区的各类集体行

动时
,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而取值越低
,

则表明该变量在抑制中国都市地区的各类集体

行动时
,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这对于我们在政策建议部分的结论来说
,

是相当有指导意

义的
。

从表一的最后两栏内容— 各类都市集体行动在 8 个 自变量具体表现上的
“

赋值加

总得分
”

和假想的
“

发生概率
”

— 来看
,

我们发现
,

中国都市地区未来最有可能发生的集

体行动 (社会运动 )类型
,

是一般性的公民社会运动和少数群体发起的维权行动 ;而大学

校园的政治生态环境
,

也仍然孕育着较高概率的大学生集体行动
。

宗教教派或类教派运

动
,

由于其在动员结构上所表现出来的先天优势
,

也有一定的爆发可能性
,

但它们往往以

特定的个案式爆发为主要形式
。

最后
,

政治反对派和都市恐怖主义这两种都市集体行动

(社会运动 )类型
,

则由于较低的合法性和面临的较为不利的政治机遇结构
,

在都市地区

内大面积爆发的可能性最低
。

从各 自变量横跨 6 小类都市集体行动类型的整体表现来看
,

理性计算变量组 (其中政

治机遇结构指标的横向赋值总分为
“ 一 2 ” , “

对成功的预期
”

的横向赋值总分为
“

0’’
,

平均得

分为
“ 一 1 ” )的得分最低

,

同时也证明了不利的政治机遇结构的确成为控制中国都市地区

集体行动爆发的最强大的抑制剂
,

而怨恨变量组的四个二级变量和动员结构变量组的两

个二级变量则分别得到了
“

+2
.

5 ” 和
“

+4
”

的平均得分
,

证明这两个变量组在促发中国都市

地区的集体行动上面
,

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

三
、

政策建议

由于集体行动 (社会运动 )的发生和处理既涉及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社会控制的成

本问题
,

又涉及到社会的不同部分和层级之间的信息沟通和意愿表达问题
,

而且也涉及

到公民政治参与的权益问题
,

因此
,

围绕都市集体行动 (社会运动 )的形成和发展
,

实际上

也指向了十分重要的政策问题
。

在阐述了解释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发生概率的理论等

式和一个假想的类型学框架之后
,

我们希望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

(一 )虽然政治机遇结构变量在抑制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的爆发率方面起着关键

的作用
,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它在提升怨恨变量的平均水平方面所起的负面作用
,

因为过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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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中国都市集体行动 (社会运动) 的类型学分析

集集体行动动 精英主导的
`̀

一般性公民民 少数群体体 宗教教 都市政治治

类类 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社会运动动 发起的的 教派运动动 恐怖主义义知知知识分子子 大学生生生生生生

主主要特性性 政治性的/// 政治的/// 公民的/// 相对剥夺夺 信仰/ 仪仪 政治性的///

使使使用常规规 民族主义义 生活的/// 者的维权权 式 实 戏
,,

使用非常常

战战战术术 的的 普遍的的 活动动 精神控制制 规战术术

主主要例子子 政治治 学生抗议议 环境保护 /// 下 岗工人人 气功 团体体 政治分离离

反反反对派派 活动动 消费者权权 抗议活动动动 主义义

益益益益益保护护护护护

怨怨恨规模 /// 强强 中等等 正在在 最 强
,

且且 特定的 /// 强强

意意识形态态 (+ ))) ( 0 ))) 增强 中中 普遍 (+ ))) 非普适的的 ( + )))

强强度度度度 (+ ))))) ( 0 )))))

怨怨恨指向 目目 全国性性 国 际 / 国国 非政治性性 地方性政政 特定的/// 全国性性
标标所处层级级 政治主体体 内各 类政政 主体体 治主体 /非非 非普适的的 政治主体体

((((( 一 ))) 治主体 ( 0))) (+ ))) 政治性主主 ( 0 ))) ( 一 )))

体体体体体体 ( + )))))))

怨怨恨类型型 较强的的 原生 十次生生 一 般 水 平平 原 生 + 次次 特定的 /// 较 强 的 原原

原原原生怨恨恨 怨
·

}良(+ ))) 的 原 生 怨怨 生怨
」

l民( + ))) 非普适的的 生怨
j

}民(+ )))

((((( + )))))
.

矛民( 0 ))))) ( 0 )))))

怨怨恨解释框框 合法性性 合法性性 反响度度 反响度度 信仰驱动动 合法性性

架架的反响度度 较低 ( 一 ))) 较高 ( + ))) 较高高 最高 (+ ))) 的接纳纳 最低低

(((((((((+ ))))) (+ ))) (一 )))

领领导者 / 积积 低低 较高高 较高高 较高高 较高高 较 高高

极极分子供给给 ( 一 ))) (+ ))) ( + ))) ( + ))) ( + ))) ( + )))

水水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社社区建构和和 中等等 高高 中等等 高高 高高 高
,

但范围围

动动员网络的的 ( 0 ))) ( + ))) ( 0 ))) ( + ))) (+ ))) 有限限

深深度和广度度度度度度度 ( + )))

政政 治机遇结结 极端不利利 中等
,

有时时 相对有利利 相对不利利 特定的 / 非非 极端不利利

构构 (权力部门门 (一 ))) 甚至有利利 (+ ))) ( 一 ))) 普适的
,

不利利 ( 一 )))

回回应类型 ))))) (+ ))))))) ( 一 )))))

对对行动获得得 较低低 中等等 高高 潜在较高高 中等等 潜在较低低

成成功的预期期 (一 ))) ( 0 ))) ( + ))) (+ ))) ( 0 ))) ( 一 )))

赋赋值总得分分 一 333 + 555 + 666 + 666 + 222 OOO

发发生概率率 最低低 第三高高 并列最高高 并列最高高 第四高高 次低低

米随着时间的推移
,

我们相信精英的组成类别也将发生更替
。

从 目前趋势来看
,

未来

可能参与都市集体行动的精英群体
,

最有可能的是房产主 (业主委员会 )阶层
,

或专业团

体之类的少数派精英
。

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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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压制本身有可能使原本可以释放的小规模的和地方性的怨恨积累起来
,

爆发成为集

体行动
。

因此
,

如何通过具体的经验研究
,

对现行政治机遇结构的实质性内容作出一定的

修改
,

以便在保持它作为一个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的同时
,

提升它作为有效的怨恨释放

和利益表达机制的功能
,

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政策动向
。

(二 )与第一个政策建议相一致
,

我们的第二个政策建议
,

便是建议增加怨恨消解和

利益表达的常规渠道的供给
,

尤其是与少数群体的利益表达和需求保卫直接相关的制度

化渠道的供给
,

因为这不仅直接涉及到少数群体的怨恨消除问题
,

间接地也增强了政体

的合法性
。

具体的建议包括
:
恢复上访和人民接待制度的符号地位 ;建议取消实际工作中

执行的
“

集体上访或越级上访一票否决制
” ,

代之以一个正式的
“

解决上访 / 集体上访 / 越

级上访业绩奖励制度
” 。

(三 )鉴于次生怨恨在促发集体行动
,

尤其是导致现有集体行动的升级方面起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
,

因此权力部门如何进一步完善危机管理机制和提高公共关系的能力
,

是一

个相当值得研究的政策性问题
。

我们建议对都市集体行动的整个时间过程展开经验研

究
,

以便为权力部门形成有效的回应模式提供关键的信息
。

(四 )同样
,

由于中国都市地区中的各类初级社区及其内部动员网络为各类都市集体

行动的形成
、

维持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资源支持
,

因此
,

建立对聚居于初级社区中的潜在

参与者 (主要为特定的少数群体 )的怨恨水平的监控和反应机制
,

有助于权力部门在怨恨

积累到爆发的饱和点之前
,

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
。

(五 )建议加强对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的支持水平
,

因为这样做不仅可以降低怨恨的

总体水平
,

而且还可以达到常规战术手段也可以有效达成目标的示范效应
,

从而降低集

体行动的发动者采用非常规战术手段的比率
,

并逐渐引导某些少数群体维权活动向一般

性公民社会运动转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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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① 比如说
,

原本作为一种利益表达和怨恨呈现梁道的上访制度 目前正经历 着一场象征转型
,

即从

承担安全阀功能的制度性安排这样一个象征意象
,

转变为标志社会不稳定和地方 当局治理不力的

象征意象之一
。

此外
,

各级人大代表和所在选 区及选民的 实质上的分离关系
,

以及法律调节领域的

供给不足或法律调节无法保证其独立性和公正性 (从而导致怨恨水平居高不 下
,

甚至反而上涨的现

象 )等
,

也是导致某些常规渠道和处理机制处于潜在失效状态的重要原 因
。

② 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
、 “

反对精神污染
”

运动以及随后的
“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

运动中
,

知识分子都是核心的参与群体 ;而 19 89 年以前
,

国 内也曾多次爆发大学生的集体行动
,

比

如 19 86 年的那次学潮
,

在很大程度上为 19 89 年的学生运动提供 了经历上的借鉴和社会支持度的

背书
。

③ 农村地区财政榨取压力的扩增
,

主要原 因在于广 大贫困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多年来停滞不

前
,

收入有限
,

而 当地的财政支出水平却在不断上升
:
主要表现为基层机构和人员的扩张

,

导致人头

费支 出高速攀升 (因为在政府机关就业 已经成为 当地比较理想的就业渠道 )
,

以及消费性开支 (如招

待费
、

交通和通讯开支 )的稳步增长
。

收支之间的巨大缺 口
,

往往采用向农民收费的形 式来解决
,

从

而导致农民的税费负担居高不下
,

成为中国农村地区怨恨生产的最主要源泉之一
。

另一方 面
,

各地

采用的税收征取方式
,

也是激化集体行动爆发的另一个重要 因素
,

2《XX ) 年夏收季节发生在江西省

丰城市 F 乡 L 村的农民集体杭税事件
,

最直接的导火索便是 F 乡税费征收 小组 (由乡政府干部
、

乡

派出所 民警
、

联防队员和村委会干部组成 )采用幕力手段强行搬走农民的粮食
、

牲口和家具电器
,

并

在拉拉过程中打死一位老农而引发的 (邹孝亮
,

2 00 3 )
。

④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

原先作为 国家政治体系中最重要一 员的工人阶级
,

其相对社会地位的迅速

下降
,

成了引发工人抗议活动这一类集体行动 的怨恨解释框架中卓显
“

叙事重要性
”

的一个重要主

题
。

⑤ 如环境保护运动
、

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
、

反战和平运动和妇女运动之类的共意性社会运动和全

球化社会运动
。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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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当然
,

不同类型的社会运动或集体行动
,

由于所遭遇的不同政治机遇结构和不同的成功前景
,

对

潜在参与对象的吸引力也是不同的
。

因此
,

在吸引潜在领导力量 的投入 (
c o m m it m en t s )方面

,

采用常

规战略和战术
、

怨恨目标指向非政治的主体的社会运动或集体行动
,

将比采用非常规战术或破坏性

战术
、

怨恨 目标指向政治主体的社会运动或集体行动 占有更大的优势
。

我们在下面论述个体参与的

理性计算模型和
“

政治机遇结构
”

变量时
,

也会提到这样一个区分的存在
。

至于领导层和积极分子在

不利政治机遇结构条件下所承担的风险和成本
,

主要是他们高概率的被驱逐
、

构押甚至审判的前

景
。

⑦ 即获得总体人口 中较大比例 (80 % 以上 )支持度
、

且没有遇到有组织的反对的社会运动
。

⑧ 为了简便起见
,

我们的赋值没有考虑到加权因素
,

但我们相信
,

不但某些 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力要大于另一些 自变量的影响力
,

而且同一 自变量在各类都市集体行动上所呈现出来的具体表现
,

也不单单是
“

正面
” 、 “

中立
”

和
“

负面
”

这三类抽象状态所能完整概括的
。

刘 能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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